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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分别从外部竞争环境、资源与能力以及网络和平台多个视角,综合应用跨国公司理论、动态能

力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影响机制研究的整合分析框架,并归纳出三条核心影响机制:获

取竞争优势、提升动态能力和构建生态系统。 首先,企业数字化有助于克服跨国公司的外来者劣势、建立后发优

势,从而促进企业国际化;其次,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提高内外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动态能力,从而促进企业国

际化;最后,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构建商业生态系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从而促进企

业国际化。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企业国际化提供拓展思路。

　 　 关键词:数字化　 国际化　 外来者劣势　 动态能力　 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08-0109-17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 随着全球范围内互联网、云存储等技术的普及,移动基

站、信号塔的不断覆盖,计算机处理速度的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出台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等重要文件,从国家战略层面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

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2023 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水平”。

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第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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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 根据 2022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截至 2022 年 7 月,
中国已许可的 5G 中低频段频谱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累计建成开通 5G 基站达 196. 8 万个;互联网普及率从

2012 年的 42. 1%提高到 2021 年的 73%,且上网人数达 10. 32 亿人,其中 5G 用户达 3. 55 亿户,约占全球的四分

之三。 第二,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全球领先。 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
年)》,2017—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 27. 2 万亿元增至 45. 5 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年均复合增长率

达到 13. 6%,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 32. 9%提升至 39. 8%。 第三,数字产业创新能力加快提升。 中国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逐年增加,关键数字技术中的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信息领域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

界首位,专利储备不断增强。 第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 中国工业互联网应用创新日益活跃,“5G+工业

互联网”建设由起步探索向深耕细作阶段加快迈进,形成一系列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社会生活方式、治理模式以及生产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企业的内外部环境、资

源禀赋、组织形式、商业模式等也发生了根本变化[1] 。 数字化作为企业的重要战略决策之一,也会对企业国

际化战略和绩效产生影响[2] 。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充分利用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搭

建国际化经营平台,开发全球购物系统,开展国际营销[3] ,在全球范围内营造了更有利的国际化发展环境,
取得了可喜的国际化经营绩效[4] 。 同时,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

注。 从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效应来看,现有研究结论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多数研究认为企业数字化

对国际化有促进效应,如对企业出口[5-7] 、企业国际化倾向[8] 、企业国际化程度[9] 、企业国际化广度[10] 、企业

国际化节奏[3] 、国际化速度[11]等方面均会产生积极影响。 也有研究认为,数字的开放性、易编辑性和可转让

性可能会引起数据安全、隐私泄露等问题,从而阻碍企业的国际化进程[12] 。 还有研究表明,数字化投入与产

出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13] ,甚至数字化与国际化之间并无显著关联[14] 。
尽管相关研究逐渐丰富,但是关于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效应仍存在争论,对于影响机制的研究

有待深入。 第一,理论基础有待拓展。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传统国际化理论(如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内部化理

论等),基于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连接-撬动-学习(LLL)模型、跳板理论等少有涉及,而契合数字经济特征

的生态系统理论、平台理论等应用更显不足。 第二,研究框架缺乏整合。 现有研究大多以某个视角或维度

进行阐释,如外部环境视角的合法性缺失问题、企业战略视角的资源与能力问题等,而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

的理论模型构建与分析。 为此,本文拟采用多重研究视角,综合应用跨学科理论基础,探索性地构建企业数

字化对国际化影响机制研究的整合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

心等中文数据库,以及科学网(Web
 

of
 

Science)、爱思唯尔(Elsevier)、西文过刊数据库(JSTOR)、在线科技文

献数据库( Proquest) 等英文数据库,以“数字化” “国际化” “数字经济” “digit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digital

 

economy”为主题词或关键词进行组合搭配,共搜集中英文文献 100 余篇。 在对文献进行浏览和筛选后,
剔除了与企业数字化和企业国际化主题无关的文献。 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追溯法进一步获取相关文献,并补

充关于“外来者劣势”“动态能力”“生态系统”等主题文献。 最终,本文共筛选出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的有效文

献 89 篇,文献时间跨度为 46 年(1977—2023 年)。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的销售和生产经营活动逐渐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拓展的过程[15] 。 随着经济全

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企业国际化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这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资源和能力要求。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化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提升核心资源与能力、发挥数字平台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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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从而对企业国际化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拟基于跨国公司理论、资源与能力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深入

分析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机制。

　 　 (一)跨国公司理论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成长经验与发展规律而形成的。 根据国际生产折

衷理论,决定企业开展国际生产或投资行为的三个核心要素是:所有权优势(O)、内部化优势(L)和区位优

势(I) [16-17] ,即 OLI 模型。 这些优势有助于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赢得竞争。 与此同时,在企业海外市场经营

扩张的过程中,语言、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跨国经营的地理距离、时差等因素,会给企业带来

额外的交通运输、通信等相关交易成本,这些企业跨国经营无法避免而东道国企业无须承担的额外成本就

是外来者劣势[18] 。 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地理距离过远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二是制度环境差异引发的合法性缺失问题。 然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竞争格局,
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与合法性缺失问题,从而削弱国际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外

来者劣势。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促使信息交流更加及时、便捷和高效,突破了以往地理距离对信息传输

效率的客观限制,有助于企业捕捉海外市场机会、精准对接消费者、改进产品与服务等,从而推动企业国际

化。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企业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交流,使得跨国公司更加容易获

得海外市场消费者的认同感,从而克服了由于制度、文化等差异带来的认知不足甚至误解,由此推动企业国

际化。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大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快速崛起,依靠传统的 OLI 模型已无法对这种现象

给出合理的解释。 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或中小企业国际化并不完全遵循传统大企业国际化的

演进规律,在资源和能力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阶段通过构建后发优势,有机会实现追赶和超越。 由此,关于

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理论逐渐得以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包括 LLL 模型、跳板理论、国际创业理论等。 首先,
根据 LLL

 

模型,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擅长采取互补战略,通过与在位企业建立连接,可以撬动更多的资源,
在重复性的连接与撬动过程中能够不断迭代学习,从而实现核心资源积累,建立竞争优势[19] 。 借鉴 LLL 模

型的分析范式,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字技术通过赋能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连接、撬动和学习过程,如
增加连接外部资源并进行资源重组的机会、通过数字留痕加快隐性知识学习速度等,可以帮助其建立竞争

优势,从而加速国际化进程[11] 。 其次,依据跳板理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尽管缺乏所有权优势,但是可以

通过海外并购等行为快速获取核心资源,从而塑造竞争优势,克服来源国劣势[20] 。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

度距离是制约企业海外并购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获取更加便捷、远距

离沟通更加顺畅,也更利于企业发掘和把握并购机会,明显削弱了制度距离对海外并购的负面影响。 这为

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创造了机会,它们可以通过并购海外优质资产与核心技术等,获得战略性资源,从而在

全球竞争中实现赶超[21] 。 此外,与传统大企业渐进式的国际化进程不同,国际创业企业从成立开始就跨越

国界利用资源和开展经营活动,寻求获得显著的市场竞争优势[22] 。 数字经济时代催生出大批的国际创业企

业或天生国际化企业,多数是来自新兴经济体的高科技企业,在创立初期便实现了快速国际化,凭借数字技

术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从而赢得竞争优势[23-24] 。

　 　 (二)资源与能力理论

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可以视为一个资源集合体,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稀缺资源是其竞争优势和盈利

的主要来源[25] 。 核心能力理论进一步指出,企业在资源积累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核心能力是企业获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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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主要源泉,企业核心能力具有独特性、难以模仿性等特征[26] 。 从资源与能力理论出发,企业的国际化

战略和国际化经营绩效都会受到这些特有资源与独特能力的影响。 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企业提供了新

的资源和能力,有助于企业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 一方面,传统企业可以借助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带动出口,
那些擅长利用数字技术的企业受益更为明显,即便是中小企业也可以突破资源限制,即数字能力成为促进

企业出口的关键性资源[7] 。 另一方面,数字企业从成立开始就有望进入全球市场,因为其提供的数字产品

和服务可以瞬时传递至世界任何国家,在国际化扩张中并不存在传统企业面临的各种障碍,即企业利用数

字资源的能力可以促进国际化进程[27] 。
近年来,国际经济贸易形势复杂多变,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外部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企业动态能力

理论是对资源基础观与核心能力理论的发展,更适用于解释处于高度复杂且多变环境中的企业核心能力。
具体而言,动态能力是指企业感知外部市场变化,通过不断整合内外部资源和能力,从而能够快速适应企业

外部环境的能力[28] ,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感知能力、重构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29] 。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微观

企业的资源特征、信息结构、盈利模式以及价值体现都发生了改变[30] 。 而企业数字化不仅局限于收集信息、
处理数据以及应用数字技术辅助决策,更是将数字技术深入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和业务流程,推动企业全

流程数字化,最终实现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全方位管理[31] 。 这种深层次的企业数字化会引发一场管理变革,
能够从感知能力、重构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三个方面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帮助企业更快速地适应动态复

杂的外部环境[10] 。
企业数字化通过提升动态能力促进企业国际化的内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企业数字

化可以增强感知能力。 数字化将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高度融合,提高了企业感知并获取自身以及利益相关

者信息的能力,使其能精准捕捉自身资源禀赋及市场条件的变化并作出积极响应,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感知

能力。 其次,企业数字化可以增强重构能力。 数字化能够重新协调、评估和筹划人、财、物的组合,组织可以

根据外部环境变化灵活配置资源[32] 。 全业务链数据驱动、智能排程、智能运输系统、员工管理系统、跨部门

沟通平台等数字技术可帮助企业实现资源调动实时优化,提高了企业资源整合与重构能力。 最后,企业数

字化可以增强资源获取能力。 借助数字技术的优势,企业可以打破传统要素的边界,突破信息壁垒,掌握更

多、更充分的利益相关者信息,从而与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关系,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33] 。

　 　 (三)生态系统理论

商业生态系统是一种由核心企业、配套企业、供应商、消费者、竞争者、投资者、政府、社会公共服务机构

等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的动态结构系统[34] 。 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各个成员具有共生关系,通过互动、合
作可以共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随着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明显地体现为

网络、平台乃至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 伴随数字技术的普及,依托数字平台而形成的生态系统应运而

生,根据平台功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交易平台和创新平台。 交易平台的核心功能是促进企业借助数字平

台分享信息、交易产品或服务,其价值在于降低供需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各类交易成本;创新平台的

核心功能是帮助企业通过数字平台构建共同的技术基础,其价值在于促进供需双方互动协作来实现产品或

服务创新[35] 。 数字平台的跨地域实时连接、跨界产业融合、协同共生等属性,都对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产生

了重要影响[36] 。 数字平台在国际市场中不仅仅依赖企业的特定优势,还具有生态系统的特定优势[37-38] 。
企业数字化能够帮助企业深度融入、构建或引领商业生态系统,促使企业与各利益相关方之间更好地互动

与协同,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 企业通过构建或者接入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可以加快国际化进程,并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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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绩效。
进一步地,数字平台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两种传导机制。 从交易成本的视角来看,数字平

台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一方面,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各类市场交易主体互动频繁,使彼此

之间更加了解也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这可以大幅降低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同时也能够

促使各成员在较短的时间内达成交易;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具有的去中介化特征,极大地简化了交易

形式,使得数字化的交易方式成为降低交易成本的最优解[39] 。 从价值创造的视角来看,数字平台能够促进互

动协作,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首先,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中的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通过共享信息、开展合

作等方式,能够共同创造并且分享更多的商业价值。 其次,数字平台能够帮助企业更快、更深地融入全球价值

链和全球创新网络[40] ,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并占据更佳的生态位。 最后,数字平台还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识

别利益相关者诉求,在全球市场中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有效提升企业声誉和品牌价值[31] 。
综上,本文分别从外部竞争环境、资源与能力、网络和平台三个视角切入,综合应用跨国公司理论、动态

能力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等,构建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影响机制研究的整合分析框架(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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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影响机制研究的整合框架

　 　 三、数字化—竞争优势—国际化的影响机制

　 　 (一)缓解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常常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相比具有外来性,难以及时准确

地掌握东道国市场的动态环境信息,对东道国会计准则、顾客偏好、汇率波动等方面存在认识不足的问

题[41] 。 同时,信息不对称也会造成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逆向选择行为。 东道国消费者在面对本地企业与外

来企业时,即使外来企业的产品与服务更为优质且价格更为优惠,东道国消费者也会因为不熟悉外来企业

而选择本地产品[18] 。 在进行投资决策时,由于信息上的劣势,东道国投资者会更偏好本地企业和项目[42] 。
信息不对称给企业跨国投资经营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而地理距离是导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

于存在地理距离,企业必须承担额外的通信、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成本[18] 。 企业与东道国所在地越近、地理距

离越小,信息交流成本越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也随之降低,企业越容易在东道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反之则

越受阻碍。 数字化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缓解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方面,数
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削弱了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企业可以利用信息网络克服地理距离的限制,在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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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寻找供应商等合作伙伴。 刘洋等(2020)从信息存储、信息传播速度的角度,发现数字化能大幅降低企业

在进行跨国交流和搜寻合作伙伴时的成本,从而促进了企业国际化发展[43] 。 易靖韬和王悦昊(2021)从企

业出口的角度研究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发现数字化能够扩大企业的信息搜索范围,让市场上的交易者

更容易找到所需求的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从而提高了企业海外出口[44] 。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

应用削弱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突破时空限制,
将产品信息投放到消费者目光所及的地方。 例如,数字平台可以展示宣传产品信息,使企业更好地参与全

球市场竞争[45] 。 信息通过网络,经计算机编码成 0 和 1,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光速传递,削弱了地理距离的

局限,使市场信息流动更迅速更透明,从而帮助跨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和经营。

　 　 (二)缓解制度距离带来的合法性缺失问题

企业国际化要面临与母国不同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导致其难以获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因为缺

乏组织合法性而陷入外来者劣势[46] 。 合法性缺失会使得企业在东道国竞争时受到来自当地企业、消费者等

利益相关者的偏见,降低了在东道国的资源获取能力,进而对企业的跨国经营绩效产生不利影响[47-48] 。 制

度距离的存在是企业合法性缺失问题的重要来源。 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获得合法性就

越困难[46] ,即取得合法性对跨国企业而言就越重要[49] 。 数字化可以有效减少制度距离在跨国企业海外经

营中遇到的资源获取能力低、社会认可度不高、合法性缺失等不利影响。 企业可以根据用户浏览信息,结合

人群、时段、地域等特征,精准筛选出目标客户参与到企业品牌活动中,以此提升客户体验价值。 大数据分

析和算法优化可以帮助企业在最合适的时间和平台上宣传企业产品和企业价值理念,这不仅可以增加品牌

曝光度,也可以降低东道国消费者对跨国企业的不熟悉成本和歧视成本。 柴宇曦等(2021)从网络效应的角

度解释了跨国公司克服外来者劣势的原因,即企业在网络中拥有的用户越多,在东道国的潜在用户就越多,
用户对企业的了解就越全面、越完整,从而提升了企业合法性,削弱了外来者劣势[50] 。

　 　 (三)促进跨国并购或国际创业,建立后发优势

克服外来者劣势的分析思路,更加适用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国际化进程。 对于近年来大批迅速崛起的

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不仅面临着一般跨国公司遇到的外来者劣势,还可能遭遇外来者劣势与来源国劣势

相叠加的双重劣势[51] 。 一方面,制度环境会对其国际化战略决策、战略过程和绩效结果产生影响[52] ,这是

导致外来者劣势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来源国或母国特征也可能对企业国际化产生负面的影响,这通常被

称为来源国劣势[51] 。 如果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实施国际化,他们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劣

势将会进一步放大。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为这些“后来者”提供了更多追赶和超

越的机会。 首先,数字化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实施海外并购,寻求优质资产和战略性资源,帮助企业

在国际竞争中建立后发优势[21] 。 企业借助数字信息平台或数字技术手段,能够快速捕捉并准确判断瞬息万

变的市场信息,并且可以与并购对象迅速建立联系并实现高效沟通,方便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来作出客

观的评估,这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海外并购的成功率,企业通过并购优质资产也可以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
其次,数字化有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实施国际创业,从而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海外扩张,并且推动

产品快速创新迭代,由此获取后发优势[24] 。 这些企业通常具有天生国际化企业的潜质,大多都有技术密集

型和创新驱动的典型特征,数字化为其突破传统技术范式、实现技术赶超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同时,相比规

模更大、层级更多的传统大企业,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更加灵活、高效,对企业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

升作用更加明显。 朱国军等(2021)发现,通过员工的数字化赋能和消费者的数字化赋能,可以提升企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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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双元创新能力,进而推动智能制造企业国际创业机会的实现[23] 。
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化能够削弱外来者劣势,建立竞争优势,从而促进企业国际化。 首先,企业数字化

可以缓解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克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外来者劣势;其次,企业数字化可

以缓解制度距离带来的合法性缺失问题,从而进一步克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外来者劣势;最后,企业数字

化可以促进跨国并购或国际创业,助力发展中国家企业或中小企业建立后发优势。

　 　 四、数字化—动态能力—国际化的影响机制

　 　 (一)增强企业感知能力

1. 实行精准营销

企业进入新的海外市场时,需要更敏锐地观察到海外市场与本土市场的异同,及时把握消费者消费习

惯、产品偏好的变化,从而抓住海外市场发展机遇,提高海外经营绩效。 不同于传统营销模式,精准营销是

指通过收集消费、浏览等大数据信息,利用算法分析潜在消费者的行为和意图。 实行精准营销可以让企业

对海外顾客有更为详细的了解,通过收集并分析顾客的行为数据[53] ,帮助企业保持敏锐的观察力,从而提升

企业的感知能力,帮助企业更好地开展国际化经营。
数字经济情境下,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应用能帮助企业持续改进营销手段,实现有针对、有选择的精准

营销。 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消费者接收的产品供给信息不断增

加。 然而,丰富的产品信息并不一定带来良好的消费体验。 在大量无序的商品信息冲击下,消费者的信息

搜寻成本被动增加[32] 。 消费者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成本筛选过滤不必要的信息,信息的过度丰富使得消费

者对每件产品的关注度下降。 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消费者话语权逐渐提升,消费者对产品性能的

需求趋于多样化,不同用户从同一件产品中获取的价值诉求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产品市场也更加细分。 在

此情境下,工业化时代的粗放式营销模式效率低、成本高,难以满足企业和顾客的差异化需求,这一现象在

企业的海外销售市场表现得更为明显[54] 。 为此,拓展数据源开展全渠道营销是企业营销的必然趋势。 数字

技术应用能为企业多渠道营销带来额外收益,利用数字技术从多个渠道中收集到越来越多、种类繁杂的数

据中提取价值也变得至关重要。 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挖掘来进行市场分析,预测消费者购买行为,并设计

跨区域的差异化或者组合营销策略[7,55] 。 数字营销技术也提高了企业跨国沟通能力,能够帮助企业生产定

制产品,从而满足顾客个性化、多样化的产品需求[54] 。
2. 促进组织学习

组织学习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源泉。 一个学习型组织不仅仅是在组织内部营造出

良好的学习氛围、制定有效的学习激励机制,也包括组织上下协商解决问题[56] 。 组织学习能通过组织内部

成员之间的交流、学习、讨论形成对外部环境更全面、具体的分析与认识,从而提高企业的感知能力,帮助企

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识别风险与机遇。
从组织学习的视角来看,数字平台不仅可以促使企业在与平台领导者及平台互补者等相关主体交流互

动过程中进行经验式学习,也能够帮助企业有更多的便利条件进行替代性学习[38] ,进而更好地开展国际化

经营活动。 企业通过数字平台开展跨国经营有助于企业学习国际贸易经验和技能、获得重要知识和信息,
从而发现海外市场潜在机会。 企业参与海外市场竞争时,能够在与客户交流协商的过程中发现不同文化背

景下消费者的选择偏好差异[57] 。 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组织学习在中国企业参与平台国际竞争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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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重要的意义[4] 。 处在赶超地位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不仅可以通过直接的经验式

学习了解必要信息,也可以在与其他合作伙伴的交流互动或交易往来中获得经验,从而帮助企业成功开展

国际化经营活动。

　 　 (二)增强企业重构能力

1. 提高组织柔性

组织战略决定组织结构,而企业在推进数字化、国际化的进程中,也会对组织结构产生影响。 近年来,
国际环境越发复杂,环境动态性和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加剧,企业国际扩张也面临着越来越高的风险和不确

定性。 企业重构资源的能力是企业动态能力的重要维度。 具有较高组织柔性的企业在转变战略时的速度

总是快于其他竞争企业,从而使其战略紧跟外部环境变化[58] ,这有利于提升企业的重构能力,使其在国际化

竞争中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始终保持经营的灵活性和动态性。
国际环境的动态变化要求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环境,对组织结构、人员构成等进行重新架构。 数字

化是企业积极应对动态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所采取的一种有效方式。 一方面,信息技术可以提高组织柔

性,从而帮助企业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竞争环境。 数字技术提高了企业的柔性和灵活性,使其能够根据外

部动态环境迅速作出调整,从而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风险,最终实现企业长期战略规划[29] 。 因此,
企业数字化能够提高企业的组织柔性,这是企业动态适应环境变化的重要组织保障[10] 。 另一方面,数字化

有利于消除组织中冗余的层级,减少信息、数据的传递链,从而使企业组织更精简、更高效。 数字化能够引

发企业组织结构及其内部管理模式变革,数字情境下的企业组织呈现扁平化、网络化的特点,从而能够更加

灵活地应对外部环境和资源配置[32] 。 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能够使企业聚焦于用户需求,持续提升用户的体验

价值,强化自身与用户之间价值共创的核心能力。
2. 改善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指为实现股东利益而对公司内部控制权及剩余索取权进行合理分配的制度安排[59] 。 如何

有效缓解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缓解代理问题,通过对公司股东、董事会、管理层治理结构和制

度的优化,不断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运营效率损失,维护股东合法权益,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60] 。 改善公司

治理结构、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能够有效减少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冲突、降低运

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从而提高企业对资源的整合利用能力,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面对企业国际化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与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企业参与国际市

场竞争的优势来源,这种优势对企业的战略选择和整体效益提升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数字技术对优化公司

治理结构和提升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祁怀锦等(2020)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两个视角切

入,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作用[61] 。 数字化优化了企业信息收集、信息加工与分析以及

信息应用决策的整个过程,基于大数据和万物互联的实时数据更新、智能分析和动态控制,各级信息日趋透

明,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 同时,决策支持系统、数据挖掘系统等数字技术能够辅助管理者发现事物

之间的关联机制,从而降低管理者决策时对经验和直觉的依赖,降低决策行为的非理性程度。

　 　 (三)增强企业资源获取能力

1. 提升运营效率

资源整合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是企业对不同部门、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资源进行筛选、重组、重
新配置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组织柔性的过程[62] 。 资源是企业核心能力的关键要素,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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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来源,具有良好资源获取整合能力的企业更能有效发挥自身专长,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提升

运营效率是企业充分利用自身禀赋,不断协调分配企业中各项资源并转化为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可以增

强企业资源整合获取能力,进而帮助企业提升动态能力。
数字技术在促进国内外运营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借助区块链和物联网,价值链的协调和整合更

加有效,而增材制造可以达到更高的生产力,从而带来更好的性能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63] 。 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运营效率,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显著优势之一。 一方面,数字技术与生产技术不断融合,使得产品生产自

动化、智能化。 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使得企业逐步摆脱单一批量的生产模式,进行模块化、柔性化生产;企
业可以灵活安排生产线,在大批量生产和小规模生产中灵活切换。 自动化车间可以协同采购、仓储、物流等

流程,能够根据市场信息进行订单处理,优化生产安排,加快库存流转。 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能简化管理

程序,有效降低错误率,降低生产成本[9] 。 赵宸宇等(2021)通过实证研究也证实,数字化可以显著提高企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64] 。 另一方面,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同样体现在降低管理成本上。 高效的信息系统如办公自

动化(OA)、企业资源计划(ERP)等,能够将人力、财务和销售等部门信息进行整合,消除企业员工获取信息

的结构性障碍,提高内部反应速度[65] 。 企业应用客户关系管理( OCRM)、制造执行系统( MES)等信息化管

理系统,大幅提升了企业与客户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效率,能够帮助企业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在企业

制定国际化战略决策时,数字技术可以在筛选潜在国际市场时提高决策效率,从而减少时间成本,避免错失

进入机遇[66] 。 总之,数字技术通过专业分工和协同运作提高了企业整体的运营效率。
2. 提升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企业中最关键和最活跃的要素,尤其是高管团队在组织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企业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组织资本等知识资本都会产生重要影响[67] 。 高管团队具有使用企业财务资金、物质资源的能力,
也会对企业内知识、技术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资源和要素构成了组织层面的微观基础,最终影响企业

的动态能力[68] 。 提升高管团队的经验水平、决策能力、管理效率等优势,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变化

规律、消费者偏好趋势等外部环境变化,从而提升企业对人力资本的获取能力。
人力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为企业带来有形或无形价值,在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整合为从事企业国际化的专业人士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69] 。 企业管理者越

来越需要具备较强的数字业务能力,即整合营销技能和数字技术的能力,以满足客户在数字领域的新需求,
最终目的是获得和留住国外市场的客户,通过数字平台促进在线销售[70] 。 埃莉娅等(Elia

 

et
 

al.,2021)通过

实证检验发现,具有数字化背景的经理比传统经理有更高的国际化倾向[7] 。 由于有数字化背景的经理接受

过多渠道营销和全渠道营销的培训,他们对客户的需求有更好、更全面的了解;与传统经理相比,他们可以

更轻松、更灵活地适应线上和线下环境的变化。 企业管理者对于外部风险机遇的识别、对企业演化规律的

认知等都会影响企业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的动态能力[71] 。 数字化可以帮助管理者更好地掌握企业及市场信

息,甄别行业发展风险和机遇,提升企业动态能力,进而促进企业在全球市场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 因此,
掌握数字技术和能力的管理者是企业国际化的关键资源,在企业形成和发展动态能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提高内外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动态能力,从而促进企业国际化。 首

先,企业数字化有助于实现精准营销、促进组织学习,从而增强感知能力;其次,企业数字化能够提高组织柔

性、改善公司治理,从而增强重构能力;最后,企业数字化可以提升运营效率、提升人力资本,从而增强资源

获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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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数字化—生态系统—国际化的影响机制

　 　 (一)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交易成本是供需双方为达成市场交易而发生的沟通、协商双方矛盾的成本。 跨国企业在进入新的海外

市场时,必然会在交易成本与进入方式中作出选择,即组织结构与设计由企业最小化交易成本的选择所决

定[72] 。 企业在跨国投资和经营时,受到法律体系、国家文化、体制制度、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参与市场行

为的交易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例如,企业在进行跨国谈判时不可避免地面临语言障碍和时差问题,企业在

东道国投资时也会遇到合作对象选择问题,这些都是跨国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时需要考虑的交易成本。 而在

数字经济时代,许多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已经不再适用,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平台生态系统下交易成本显著

降低[73] 。 数字技术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海外市场的信息搜寻成本、企业间的沟通成本和协作成本。 首先,生

态系统的构建降低了跨国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 其次,生态系统能有效降低企业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信

息沟通成本。 最后,生态系统可以为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提供沟通协商平台,从而降低议价成本。 此外,

数字技术能够连接生态系统内的各个参与者,增进企业对东道国市场、交易对象以及合作伙伴的了解,从而

降低跨国交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45] 。 交易成本的降低还来自更简单的企业层级组织关系,以及信息传递和

人为错误的减少[9] 。 数字技术能够缩短信息传递链,最大程度地保留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降低信

息在传递过程中遭受的噪声干扰。 总体而言,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信息传递效率,降低信息搜寻等交易成

本,从而促进企业国际化[8] 。

　 　 (二)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价值共创

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冲击不仅是改变了企业生产流程、运营系统、组织结构,也对企业与企业之间、

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生态系统中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不再是简单的合作和竞争、

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而是协同演进谋求价值共创的互动关系。 首先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同与价值共创。

一方面,生态系统内的数据信息共享提高了价值创造的效率[73] 。 在企业数字网络构建的生态系统中,数据

资源的开放共享决定了数据的使用者并不局限于数据的所有者。 然而,由于外部因素和偶然性偏差,单个

数据处理对企业而言并不能获得有效信息,多个企业汇集的大数据分析却能排除多方干扰因素,得到较为

普适性的规律并将其应用于商业实践[39] 。 这种数字价值网络打破了企业间的资源壁垒,允许生态系统内成

员利用共享数据进行价值共创。 另一方面,生态系统打破了传统组织边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互动、经

营互动、战略互动可以带动生态系统内各模块细分优化重组,最终实现企业之间的价值互动[74] 。 企业能够

依据自身资源禀赋以及外部环境变化,找到在生态系统中的最佳生态位,进而取得进行价值共创的优势地

位。 良好的价值共创网络能够吸引并支持东道国市场更多的企业参与到价值共创中,从而帮助企业获得更

多的资源支持,促使其在国际竞争中胜出。 其次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协同与价值共创。 随着数字技术的

不断发展,消费者的地位也得到提升,消费者不再是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嵌入企业生态系统中,并且成

为价值共创的重要主体。 一方面,消费者的产品偏好、消费习惯、需求特点可以被数字技术追踪捕捉,从而

帮助企业快速且准确地了解新的市场。 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意见、观点和建议可以通过社群平台、社区讨

论、邮箱留言等方式被企业记录分析,从而引导企业进行产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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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升技术、品牌、声誉等无形资产价值

企业数字化不仅显著提升了企业财务绩效[75-76] ,同时也对企业创新绩效、企业社会责任等非财务绩效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77-78] 。 这有助于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不断提升专利技术、品牌价值、企业声誉等无形资

产价值。 从企业创新角度来看,数字化能够产生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为企业获取创新所需的关键信息与

核心人才提供了便利,也为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和加速成果转化拓展了空间。 数字技术的应用彻底打破了

信息孤岛,企业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市场、客户、供应商等各类信息,实现跨区域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

深度融合,从而促进企业创新[79-80] 。 同时,数字平台赋予企业数字资源利用和探索能力、迭代创新能力,可

以提升企业数字创新能力[81] 。 此外,数字化促使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开放式创新行为提升企业创

新绩效,尤其是在创新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这种促进作用更加明显[40] 。 从企业品牌角度来看,数字化可以

帮助企业更顺利地实施品牌国际化战略,在全球市场确立精准的品牌定位,建立完善的品牌体系和品牌生

态,由此获得更高的品牌价值。 朱国军等(2020)发现,企业借助数据化的有效支撑,可以产生品牌赋能行

为,从而推进国际化品牌生态拓展与生态深化,具体包括“技术→市场→管理”或“市场→技术→管理”等多

种实现路径[82] 。 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来看,数字化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东道国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

境,准确地识别并回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相关者诉求和期望,从而改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塑造负责任

的企业形象,提升企业声誉价值。 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赋能效应,可通过提升透明度、优化治理

等机制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改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提升企业形象和声誉价值[31] 。

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构建商业生态系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从

而促进企业国际化。 首先,数字化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海外市场的信息搜寻成本、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提高

交易效率;其次,数字化能够促进多主体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的价值共创;最后,

数字化能够改善企业创新绩效和社会责任绩效,提升技术、品牌、声誉等无形资产价值。

　 　 六、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当前,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分歧,影响机制尚不清晰。 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跨国

公司理论解释力不足,应采用跨层次和跨领域的分析视角进行理论拓展,并围绕变量测度、对象聚焦以及实

证检验等方向进一步深化研究。

　 　 (一)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分别从外部竞争环境、资源与能力以及网络和平台多个视角,综合应用跨国公司理论、动态能力理

论和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一个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影响机制研究的整合分析框架,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具有多重影响效应,综合作用主要表现为积极的促进效应。 企业数字化对

国际化具有多重影响,它们可以相互叠加或相互抵消。 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能够对企业出口、企业国际化广

度、国际化节奏和国际化速度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带来的投资成本和数据安全风

险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国际化存在不利影响。 同时,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的影响程度会受到外部环境、企业

战略等多种因素的调节作用。 综合考察这些影响发现,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总体表现为正向效应,

即企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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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存在多种影响机制,主要包括获取竞争劣势、提升动态能力和构建生态系

统。 本文系统分析并归纳了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产生影响的三条核心机制:获取竞争优势、提升动态能力

和构建生态系统。 首先,企业数字化有助于克服跨国公司的外来者劣势,建立后发优势,从而促进企业国际

化。 一是企业数字化可以缓解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克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外来者劣

势;二是企业数字化可以缓解制度距离带来的合法性缺失问题,从而进一步克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外来

者劣势;三是企业数字化可以促进跨国并购或国际创业,助力发展中国家企业或中小企业建立后发优势。

其次,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提高内外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动态能力,从而促进企业国际化。 一是企业数

字化有助于实现精准营销、促进组织学习,从而增强感知能力;二是企业数字化能够提高组织柔性、改善公

司治理,从而增强重构能力;三是企业数字化可以提升运营效率、提升人力资本,从而增强资源获取能力。

最后,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构建商业生态系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从而促进企

业国际化。 一是数字化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海外市场的信息搜寻成本、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二是数字化能够促进多主体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的价值共创;三是数字化能够改

善企业创新绩效和社会责任绩效,提升技术、品牌、声誉等无形资产价值。

　 　 (二)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系统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关于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影响机制的研究仍有较大拓展空间,未来可以

重点关注以下四个研究方向:

第一,融入中国情境,增强理论解释力。 从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是基于垄断优势理论、内

部化理论等经典的企业国际化理论。 经典的企业国际化理论主要强调企业特有的优势资源是其开展国际

化经营活动的关键因素,认为企业能够通过不断向东道国市场输入优势资源而获取超额收益[83] 。 建立在这

些理论基础上的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影响机制研究,侧重于数字化能否以及如何提升或巩固企业所拥有的

优势资源,进而促进企业国际化,其基本逻辑为数字化—企业能力或优势—国际化。 经典国际化理论解释

了发达国家企业在全球市场的扩张原因、范式和过程,但却难以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激进

扩张行为。 然而,现有文献较少涉及适合新兴经济体情境的国际化理论。 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新兴经济体跨

国公司理论,进一步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机制,以及从数字化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监测等角度,探

讨当前国际形势下跨国公司如何应对东道国产业链回迁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挑战和冲击,以及如何推进

跨国公司回归母国市场的进程。

第二,规范变量测量,促进研究精准化。 虽然现有的企业数字化研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对政府政策

和商业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学术界对于如何衡量企业数字化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度量方法。 有一

些研究采用虚拟变量的方法,对于企业是否应用数字化技术分别赋值 1 和 0。 但是,由于虚拟变量无法衡量

出不同企业数字化的程度差异,后续关于数字化的度量方法逐渐被问卷调查所取代。 余菲菲等(2022)在数

字化相关研究中开发了量表,并采用李克特 7 级量表进行测量[84] 。 国外学者也尝试对数字化进行测量,通

过对企业高层或负责企业数字化的员工进行问卷调查,从而量化企业的数字化程度[66,75,85-86] 。 然而,问卷调

查的方法受主观判断影响较大,受访者多为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或对企业数字化较为了解的技术人员,可

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企业数字化的绩效或影响效应。 还有一些研究采用企业无形资产中信息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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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资产占比[61]或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中软硬件信息设备投资额来衡量数字化程度[87] 。 目前大部分研究

一般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测量与“数字化”相关的关键词出现在企业年报中的词频,词频越高表明企业数

字化程度越高[10,78] 。 然而,文本分析更多侧重于战略层面上企业对数字化的重视程度,却无法有效反映企

业数字化战略是否落实到位。 未来研究对数字化的测度可以考虑采用文本分析和数字化相关无形资产比

率加权等方式,以便更加客观地反映企业数字化程度。

第三,开展分类研究,深入剖析影响机制。 从研究概念的侧重点上来看,尽管学术界对企业数字化和企

业国际化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在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机制研究中,仍需要对数字化和国际化的概

念和内涵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更细致的划分。 未来研究可以更加关注企业国际化深度,或者从企业国际化

全过程的动态演变视角切入,深入探究在企业国际化不同阶段数字化对国际化的影响机制及其演变规律,

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增强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 从研究对象和主体来看,在目前企业数字化对国际

化影响机制的研究中,多数聚焦于对中小企业数字化的影响,而少有对大型跨国企业或天生国际化企业如

何受到数字化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从企业规模、股权性质、生命周期等维度开展分类

研究,剖析不同类型的企业在数字化对国际化影响效应和机制上的异同。

第四,丰富研究主题,增强实证检验支撑。 现有研究虽然普遍得出数字化对国际化具有正向影响效应

的结论,但相关风险和问题仍值得专家学者关注,研究所揭示的规律普适性和稳健性仍有待商榷。 目前,学

术界关于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关注不足,但是在企业实践中已经暴露出各种现实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尚缺乏有效的理论解释和理论支撑。 例如,林等人(Lim
 

et
 

al.,2004)发现线上贸

易要比线下贸易具有更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88] 。 虽然现代通信网络技术已经给跨国交流协商带来了极大

便利,但能否形成与面对面交流时产生的同等的信任和理解,仍然有待实证检验。 同时,企业生态系统内数

据资源共享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增强了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的了解,提高了寻找合作伙伴的效率,但也给企业

带来了商业机密泄露、数据污染等多重风险,亟待探索企业公开数据权益保护的途径[89] 。 同样,企业在利用

大数据信息对东道国顾客进行画像时,是否会侵犯其个人隐私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抵触情绪,放大外来

者劣势?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必然要求,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滥用客户数据等不负责任

的行为会在全球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可能对其品牌价值和企业声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未来学界在研究

数字化对国际化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需要考虑相应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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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ization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enterprise
 

strategy,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production
 

operations.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effect
 

of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requiring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external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networks
 

and
 

platform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has
 

multiple
 

effect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with
 

a
 

dominant
 

positive
 

promotion
 

effect.
 

Then,
 

it
 

identifies
 

and
 

summarizes
 

three
 

core
 

mechanisms,
 

including
 

obt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mprov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building
 

ecosystems.
 

First,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assist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and
 

establishing
 

a
 

latecomer
 

advantage,
 

thus
 

promo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can
 

mitigate
 

the
 

challenges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due
 

to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the
 

inadequate
 

legitimacy
 

resulting
 

from
 

institutional
 

distance,
 

thereby
 

overcoming
 

their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in
 

the
 

host
 

country.
 

It
 

can
 

also
 

promote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r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ereby
 

facilitating
 

latecomer
 

advantage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or
 

enterpris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Second,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nhance
 

dynamic
 

capabilities,
 

thus
 

promo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can
 

facilitate
 

precision
 

marketing
 

and
 

foste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enhancing
 

perception
 

capabilities.
 

It
 

can
 

bolster
 

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us
 

strengthening
 

refactoring
 

capabilities.
 

Additionally,
 

it
 

can
 

improv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human
 

capital,
 

enhancing
 

resource
 

acquisition
 

capabilities.
 

Third,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can
 

establish
 

business
 

ecosystems,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improve
 

transaction
 

efficiency,
 

and
 

enhance
 

value-creation
 

capabilities,
 

thereby
 

promo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Enterprise
 

digitization
 

can
 

reduce
 

the
 

cost
 

of
 

information
 

search,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overseas
 

markets,
 

while
 

improving
 

transaction
 

efficiency.
 

It
 

can
 

promote
 

collaborative
 

effects
 

among
 

multiple
 

entities
 

and
 

enable
 

value
 

co-creation
 

among
 

enterprises
 

as
 

well
 

as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Moreover,
 

it
 

improves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enhancing
 

the
 

value
 

of
 

intangible
 

assets
 

such
 

as
 

technology,
 

brand,
 

and
 

reputation.
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It
 

enriches
 

the
 

field
 

of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identifying
 

and
 

summarizing
 

three
 

cor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it
 

provides
 

an
 

extensive
 

perspective
 

on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dynamic
 

capability;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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